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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中国新移民： 流变机制、 结构张力及代际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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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流变机制、 结构张力及代际转型等方面呈现多元转型， 进一步

分析， 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对移民流向的引导， 东南亚各国签证政策漏洞成为 “制度套利” 的关键动因， 宗教冲

突与文化隔阂阻碍移民的社会融入、 经济机会无法消除非经济制约、 跨国网络 “脱域 － 再嵌入” 系统变迁等则成

为影响移民群体结构分化的主要因素， 与此同时， 中国移民新生代还通过教育与职业重构来实现阶层跃升以及深

层次推动中华文化在地化发展。 研究构建了多维分析框架， 可为移民代际演进及区域治理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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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移民治理领域的政策互动呈现出显著的制度性张力， 这种张力

源于中国移民政策的渐进式开放与东南亚国家签证制度结构性缺陷之间的动态博弈。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起， 中国通过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１９８５ 年） 确立 “准许出境” 原则， 至 ２１ 世纪初逐步构建起包含

按需申领护照 （２００２ 年）、 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扩展 ＡＤＳ 制度等多层次的移民政策框架。 与之形成对照

的是， 东南亚部分国家签证制度设计存在明显的监管滞后性， ２０２２ 年泰国旅游签证允许 ６０ 天停留期并可

延期 ３０ 天， ２０２１ 年修订案菲律宾落地签政策支持入境后直接延长至 ３０ 天。 这些政策组合形成了 “制度

梯度差”， 不仅为新移民群体提供了合法的入境通道， 更通过延期机制与逾期滞留的灰色地带重构了迁移

路径， 最终深刻影响了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规模结构与定居模式。
东南亚地区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集中的地区，①区域内的移民流动是东南亚移民的一个显著性特征。②

从移民构成上看， 中国新移民主要由留学人员、 非熟练劳动力、 商务移民、 劳务人员和非法移民组成，③

东南亚区域内的移民主体仍然是低技术劳工移民。④中国的崛起对东南亚而言有着经济和文化的双重含义，
中国的崛起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了文化上的复兴，⑤在华人新移民人数增长的同时， 东南亚一部分华人群

体内部出现 “再华化” 的现象。⑥在新移民治理方面， 东南亚移民治理困境的症结主要在于问题本身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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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性、 治理体系松散、 多议题挑战及国家治理能力不足等，① 如何确保国家的利益和安全不受损害，② 促

进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是当前中国需重点考虑的③。
一、 问题提出与理论进路

中国出境政策的制度性松绑构成新移民增长的底层动力机制。 改革开放初期的政治审查制度在 １９８５
年 《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 中开始松动， 至 １９９７ 年 《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管理暂行办法》 实施后审批

权下放至省级公安机关， ２００２ 年公安部推行的按需申领护照制度更使护照持有率迅速增长。 这一时期政

策变迁释放的移民势能在东南亚获得了特殊的制度性承接： 一方面， 泰国、 菲律宾等国通过旅游签证形

成的 “准居留” 机制， 客观上为新移民提供了 ６０ ～ ９０ 天的合法滞留期； 另一方面， 马来西亚 “第二家园

计划” 等投资移民政策虽设置较高门槛， 却为高净值移民提供了合法居留渠道。 值得关注的是， 东南亚

国家移民政策耦合效应催生了独特的 “制度套利” 现象， 即移民通过多次短期签证入境累积合法居留时

间， 或利用落地签政策实现事实居留， 而相关策略的转变， 实质上是对传统推拉理论中经济梯度差单一

驱动机制的补充， 形成了以 “制度梯度差” 为核心的新型导向机制。 这种机制使得现有移民治理体系面

临双重结构性困境： 国内层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 仍沿用 １９８５ 年确立的 “回国定居”
认定标准， 缺乏对长期滞留海外的 “事实移民” 分类管理机制； 国际层面，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签订的双

边移民协定多集中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劳务合作领域， 其条款设计难以适应技术移民、 投资移民等多元化迁

移形态。 此类制度滞后性在东南亚国家治理实践中尤为凸显。 如马来西亚虽于 １９９６ 年废除 “华人配额

制”， 但教育资源分配中的隐性歧视仍导致华裔学生大学录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又如印尼 “国籍证”
制度废止后， 华人社群仍面临身份证件审核的双重标准问题。

社会融合政策的缺位进一步放大了新移民的代际分化。 中国的海外公民服务体系仍以领事保护为核

心， 缺乏针对移民长期发展的职业培训与教育支持政策； 东南亚国家虽逐步放宽族群限制， 但制度性歧

视的历史遗产持续影响移民融入： 第一代移民多依赖乡缘网络从事商贸活动， 新生代移民则凭借语言优

势通过高等教育体系实现阶层跃升。 这种代际分化导致融合策略出现了分野， 老一代移民倾向于构建族

群聚居生存共同体， 新生代移民则更注重突破文化隔阂融入主流社会。 既有研究勾勒出东南亚中国新移

民的阶段性特征：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为中国新移民萌芽期， 这一时期的流动主要依赖亲缘网络、 非法移民占

比较高；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年为规模化扩张期， 这一时期受经济驱动与政策互动影响， 职业结构从传统商贸向

服务业多元化发展； ２０１３ 年后进入结构升级期， 技术移民与投资移民占比提升。 研究仍需在时空和理论

层面深入探索： 时间维度上对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的新趋势关注不足， 空间维度上缺乏针对越南、 缅

甸等新兴目的国的系统性比较， 理论维度上未充分结合殖民历史遗留的族群矛盾、 当代国际关系变迁等

因素解释中国新移民的特殊性。 进一步来说， 推拉理论对于经济梯度差缩小背景下中国新移民规模仍持

续增长的现象难以解释， 尤其对于数字时代跨境电商移民形态、 华二代身份认同变迁， 以及新移民对

“一带一路” 倡议的在地化影响机制等来说， 既需要跨学科理论创新， 更依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政策协

同， 平衡劳动力需求与移民治理的人性化转型。
二、 流变历程： 三阶段迁移逻辑与动力重构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与东南亚的人员流动， 不仅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与动力转换规律， 其流变机制

更深度嵌套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宏观进程与东南亚国家政策调整、 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三维互动之中。
通过解构 １９７８ 年至今的三阶段迁移逻辑， 可清晰观察到政策杠杆、 经济梯度差与地缘战略如何通过制度

性耦合重塑移民路径， 而动力机制的重构则揭示了移民行为从个体生存理性向国家战略嵌入的范式转变，
这种转变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人口流动治理体系与经济发展需求之间的动态调适过程。

·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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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策驱动型迁移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家庭团聚主导的闽粤侨乡链式迁移

改革开放初期的移民潮本质上是政策解冻与历史网络共振的制度性产物。 １９７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

出境入境管理法》 的颁布虽未彻底放开移民限制， 但 “准许出境” 原则的确立为公民跨国流动提供了初

步的法律依据， 制度的突破标志着中国移民政策从严格管制向有限松动的转型。 此时期东南亚作为华侨

华人传统聚居区， 凭借其历史形成的社会网络与文化认同， 成为政策红利的首要承接区域。 量化研究表

明，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间中国公民因私出境人数年均增长率达 ２５％ ， 其中赴东南亚比例超过 ６０％ ，① 这种空

间集聚现象与东南亚国家移民政策的宽松性及侨乡文化的历史积淀存在显著相关性。 闽粤侨乡的链式迁

移构成此阶段的核心图景， 以福清江兜村为例， 该村在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５ 年间累计输出移民超 ３０００ 人， 形成

“先驱者示范———亲属跟进———网络固化” 的三阶段扩散机制。 这种迁移模式的运行依赖于两大结构性要

素： 其一， 海外侨胞构建的非正规支持网络具有显著的社会资本传递功能。 施雪琴 （２０１９） 的田野调查

揭示， 闽粤地区每 １００ 名海外华侨平均可带动 ５ ～ ８ 名亲属移民，② 其功能不仅限于资金资助， 更涵盖签证

信息传递、 就业岗位介绍等关键性资源供给， 此种网络化迁移模式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二，
政策模糊地带创造的套利空间源于制度设计的非对称性。 当时中国出入境管理实行 “配额审批制”， 而东

南亚国家如菲律宾在 １９７８ 年恢复中国公民出国审批后， 对探亲类签证审查标准存在明显的弹性空间， 制

度性缝隙客观上为新移民提供了合法化的跨境通道， 形成独特的 “制度套利” 现象。
这类迁移的动力机制呈现明显的生存理性特征， 其成本收益结构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 数据分析表

明， 移民个体通过侨乡网络可将出境成本降低约 ４０％ ， 而预期收入增幅超过 ３００％ ，③ 这种经济激励构成

了迁移行为的核心驱动力。 但该阶段的移民流动始终处于政策灰色地带， 从中国移居新加坡、 马来西亚、
缅甸、 泰国、 菲律宾、 越南及其他国家的合法、 非法移民大约有 ６０ 万 ～ ８０ 万人，④ 高比例的非法迁移现

象反映出政策供给滞后于现实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从制度变迁理论视角看， 此类矛盾本质上是国家移民

治理能力与全球化人口流动需求之间的动态适配过程， 其解决路径依赖于后续阶段的制度创新与政策调

整， 最终推动了移民治理体系从管制型向服务型的转型。
（二） 资本扩张型迁移 （１９９２ ～ ２０１２）： 经济规模化下的泰国留学政策催生的中产技术移民潮

１９９２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 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形成了双重制度变迁动力，
推动移民动机从生存需求向发展诉求转型。 此阶段的核心特征表现为资本积累催生的主动型迁移， 其中

泰国留学政策催生的中产技术移民潮最具典型性。 泰国在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推行的教育国际化战略

具有显著的成本优势， 加之汉语教学需求因中国 － 东盟经贸合作深化而持续增长， 形成了独特的教育供

给结构。 全球化智库 （ＣＣＧ） （２０２４） 的追踪数据显示， ２０２１ 年中国在泰留学生达 ２１ ４１９ 人， 较 ２０１２ 年

增长 １３０％ ， 其中约 ３５％毕业后选择留泰就业， 主要集中在旅游管理、 商科等领域。⑤ 这种迁移的驱动机

制呈现显著的复合性特征： 微观层面， 中国中产阶级崛起带来的教育投资能力提升构成了移民的经济基

础； 中观层面， 东南亚国家政府通过 “精英签证” 等政策工具主动吸引国际人才， 形成了制度性吸纳机

制； 宏观层面， 中国 －东盟自贸区建设形成的经济互补性创造了跨国务工的市场需求， 三者共同构成了

移民动机产生的深层次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 此类移民已突破传统侨乡网络限制， 转而依托专业社群构建新型社会资本。 以清迈为

例， 中国留学生群体通过校友会、 商会等组织形成 “知识移民圈层”， 其职业分布从初期的餐饮服务业转向

信息技术、 金融管理等高附加值领域。 这种转型折射出资本扩张型迁移的本质， 移民不再仅是劳动力输出，
更是技术与管理经验的跨国流动， 其社会资本积累方式从地缘性依赖转向业缘性建构， 同时也反映出教育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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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庄国土． 东南亚华侨华人数量的新估算 ［Ｊ］． 厦门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３）： ６２⁃６９．
施雪琴． 菲律宾华侨华人史话 ［Ｍ］．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１９： ３１７．
王赓武． 更新中国： 国家与新全球史 ［Ｍ］．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３： １２５⁃１３８．
庄国土． 近 ３０ 年来的中国海外移民： 以福州移民为例 ［Ｊ］．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６， （３）： ３８⁃４６．
全球化智库 （ＣＣＧ）． 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Ｍ］．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２４： 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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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与移民监管体系之间的制度性脱节， 其背后是全球化背景下人才流动治理的复杂性提升。
（三） 战略嵌入型迁移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４）： “一带一路” 项目人员流动下的工程技术人员跨国调度制度化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互动进入制度性合作新阶段， 此阶段的战略嵌入型迁移

以工程技术人员跨国流动为载体， 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特征。 中国企业通过构建 “总部 － 区域中心 － 项目

部” 三级人才管理体系， 实现了技术人员的规模化输出与精准配置。 以印尼雅万高铁项目为例， 中方人

员配置呈现显著的多元化专业结构， 涵盖了铁路建设、 电力通信、 土木工程等 １２ 个技术领域， 其中中方

人员达 ６５９ 人， 与印尼员工形成 １∶ ４ 的用工比例。① 这种人员配置模式在印尼市场具有普遍性： ２０２２ 年末

在印尼的中国外派工程人员达 ２３０３９ 人， 劳务合作人员 ５５７６ 人， 形成 “技术输出 ＋ 本地雇佣” 的复合型

用工体系。 缅甸因中缅经济走廊建设， ２０１３ ～ ２０２２ 年新增约 ３０ 万工程及商贸人员， 其中云南籍群体集中

分布于缅北地区， 从事资源开发与跨境贸易。② 技术转移机制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数据显示， 累计培训印尼员工 ４. ５ 万人次， 覆盖焊接、 电工等 １５ 个关键技术领域。③ （见表 １）
这种迁移的动力机制呈现显著的制度嵌入性特征： 国家层面， “一带一路” 专项基金提供资金保障；

企业层面， 中国交建、 中国中铁等央企建立海外人才库； 个人层面， 技术人员通过 “项目制就业” 获得

高于国内同行业的薪酬待遇。 但该模式也面临文化适应与制度摩擦的双重挑战， 印尼劳工部调查显示，
近半数的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存在语言沟通障碍， 且当地工会对中方企业的用工方式存在抵触情绪。④ 这表

明战略嵌入型迁移虽具有国家战略导向， 仍需解决微观层面的社会融入问题， 其本质是全球化背景下制

度性移民与在地化治理的动态调适过程。
表 １　 ２０１１ ～ ２０２２ 年中国在印度尼西亚外派工程人员及劳务合作人员数量情况

年份
对外承包工程 对外劳务合作

派出人数 （人） 年末在外人数 （人） 派出人数 （人） 年末在外人数 （人）
２０１１ ２１ １０９ ６ ６７７ １１９ ５９７
２０１２ ３ ５２３ ６ ８６６ １３９ ７３７
２０１３ ７ ９８５ ９ ８１６ １７９ ７２９
２０１４ １５ ６８９ １５ ４６８ ２７２ ８６７
２０１５ ８ ０６２ １２ ９４０ １７８ ８３５
２０１６ １１ ２５２ １５ ４３３ ３９４ １ ００２
２０１７ １０ ９１０ １６ ３６３ ６５９ １ ３７１
２０１８ １５ ８９６ ２０ ９２８ １ ０９８ １ ９３５
２０１９ １６ １０７ ２１ １３８ ２ ２４９ ３ ８４５
２０２０ １３ ７８１ １８ １５８ ４７２ １ １７１
２０２１ １３ ８９２ ２２ ３６４ １ ５０７ ２ ６９２
２０２２ １４ １１６ ２３ ０３９ ４ ５９７ ５ ５７６

　 　 数据来源： 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３ 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人口在东南亚的迁移逻辑经历了从 “个体生存驱动———资本扩张驱动———国家战略主导” 的三

阶段范式转换， 其本质是政策、 经济、 社会资本三大动力机制的系统性重构， 最终形成制度化、 组织化

的迁移模式。 改革开放初期， 政策从严格管控转向局部松绑， 释放了长期被压抑的迁移势能。 此阶段迁

移以 “个体生存” 为核心驱动力， 如闽粤侨乡群体依托血缘地缘网络， 通过个体自发流动突破政策限制，
形成分散的、 非制度化的迁移形态； １９９２ 年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 资本流动成为核心动力机制。 政策变

迁不仅体现为 “松绑”， 更创造了资本扩张的制度空间， 迁移方向围绕资本需求重构， 即劳动力、 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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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雅万高铁项目用工情况报告 ［Ｒ］． 北京： 中国铁路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１１⁃１４．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雅万高铁技术转移与人才培养报告 ［Ｒ］． 北京： 中国铁路国际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１３⁃１６．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雅万高铁建设培训数据报 ［Ｒ］． 北京：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２３： １１⁃１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中资企业劳工管理风险报告 ［Ｒ］． 北京： 中国现代国际关

系研究院， ２０２１： ４５⁃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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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向资本集中区域流动， 形成从资本牵引到个体响应的迁移模式。 “一带一路” 倡议等国家战略的提出

标志着迁移逻辑进入 “国家主导” 阶段。 政策工具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引导， 经济驱动从单一劳动力成

本扩展至技术、 资本、 市场全要素配置， 社会资本从血缘地缘升级为企业组织网络， 三者共同推动迁移

从 “个体、 资本无序流动” 转向国家战略下的制度化、 组织化流动。
从中可见， 迁移范式转换的关键在于政策、 经济、 社会资本三大动力的协同升级。 从政策梯度看，

不同时期政策工具的功能发生质变： 改革开放初期是 “被动松绑”， 市场经济期是 “创造空间”， 国家战

略期则是 “顶层设计”， 阶梯演进最终构建了 “制度供给 －需求响应 －反馈优化” 的良性循环机制。 经济

因素层面， 驱动维度不断扩展： 早期闽粤侨乡链式迁移依赖历史华侨网络， 泰国留学潮依托中国 － 东盟

经济互补性， “一带一路” 项目则锚定东南亚基础设施缺口。 经济梯度的动态变化直接重塑迁移方向， 从

“单向低成本流动” 转向 “多要素协同流动”， 进而带动社会资本形态持续升级， 传统侨乡依赖血缘地缘、
留学生群体构建专业社群、 工程技术人员依托企业组织， 推动迁移主体从 “分散个体” 转型为 “有组织

的群体”， 迁移行为更具可持续性和战略协同性。 因此， 三阶段迁移逻辑的演变， 本质是政策、 经济、 社

会资本三大动力从 “各自分散作用” 到 “系统协同升级” 的过程， 最终实现了从 “生存驱动的无序流

动” 到 “国家战略主导的制度化流动” 的范式转换。 这种转换不仅重塑了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群体特征，
更推动了区域人口流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转型。

三、 结构动因： 接收国政策博弈与移民生存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规模性流动， 本质上是由多重社会结构要素交织形成的系统性现

象。 接收国的政策制定逻辑、 地缘网络的功能演化以及族群经济的权力关系， 共同构成移民生存状态的

结构性框架。 这一框架既包含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治理机制与历史路径依赖， 也涉及跨国流动中的制度性

摩擦， 其动态平衡既孕育着发展机遇， 亦生产出深层的系统性困境。
（一） 经济利用与社会排斥的二元政策的悖论呈现

东南亚国家对移民的态度始终处于 “经济需求” 与 “社会控制” 的辩证张力之中。 这种矛盾性政策

范式的形成， 可追溯至殖民遗产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双重历史进程。 在殖民经济体系中， 华人作为 “中间

人” 被嵌入 “殖民者 －华人中介 －土著” 的三级结构，① 其经济功能虽被殖民者强化， 却始终处于政治权

力的边缘地位。 二战后民族国家兴起过程中， 各国政权既需要华人掌握的商业网络推动资本积累， 又担

忧华人社群的经济优势威胁本土族群利益。 些类矛盾心态最终转化为 “经济利用与社会排斥” 的政策悖

论———通过选择性准入制度将移民的经济贡献纳入国家发展框架， 同时以社会规训手段限制其权力扩张。
菲律宾的移民政策演化清晰展现了这一悖论的运作机制。 《菲律宾移民法》 虽未明确限制中国移民数

量， 但通过 “投资签证” “特别退休居民签证” 等工具性制度设计， 将移民准入资格与经济资本直接绑

定。 这种政策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期产生双重效应： 一方面，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３ 年间至少 ２２００ 名中国公民通过

特别投资居留签证入境，② 短期内缓解了国内资本短缺； 另一方面， 宽松的审批标准导致签证滥用现象泛

滥， 至 ２０２１ 年菲律宾移民局数据显示被驱逐外国人中 ９３％为中国公民，③ 暴露出政策监管的失效。 新加

坡虽吸引技术移民， 但政策隐含 “经济利用优先” 导向， ２０２０ 年华人永久居民约 ３０ 万， 但社会福利准入

仍设门槛 （参见表 ２）， 这些制度漏洞客观上为新移民提供了滞留空间。
政策的内在矛盾根植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 多数国家依赖外资驱动与出口导向型经济， 劳

动力密集型产业需要廉价劳动力维持成本优势， 而中高端服务业则渴望技术人才提升竞争力。 这种结构

性需求催生了 “选择性吸纳” 的移民政策： 对投资移民、 技术移民开放绿色通道， 却对低端劳动力实施

严格限制。 在马来西亚， 制造业可雇佣外籍劳工的比例高达 ３５％ ， 但服务业仅允许 １５％ ． ④ 可以说，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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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飞力． 他者中的华人： 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Ｍ］． 李明欢，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６： ５１⁃５８．
李明欢． 菲律宾的中国大陆新移民及其对中菲关系的影响 ［Ｊ］．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８， （３）： ４５⁃４６．
菲龙网． 中国公民占比 ９１. ５％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１⁃０１］． ｈｔｔｐｓ： ／ ／ ｂｂｓ． ｐｈｈｕａ． ｃｏｍ ／ ｔｈｒｅａｄ⁃１９３３１９⁃１⁃２５３． ｈｔｍｌ．
谢国祥． 马来西亚外籍劳工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 ［Ｊ］． 南洋问题研究， ２００４， （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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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移民因语言文化亲近性与劳动力成本优势， 多集中于商贸、 建筑等政策模糊地带， 一定程度上填补了

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缺口， 但同时又因身份合法性困境承受系统性排斥。
表 ２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新加坡历次人口普查中出生地为中国的常住人口数量情况

年份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
总人数 １４５ ８７６ １７５ １５５ １６９ ０３８

男性人数 ６５ ３２０ ７２ ７１１ ６４ ７２８
女性人数 ８０ ５５６ １０２ ４４４ １０４ ３１０

　 　 数据来源： 新加坡人口普查数据， ｈｔｔｐｓ： ／ ／ ｔａｂｌｅｂｕｉｌｄｅｒ. ｓｉｎｇｓｔａｔ. ｇｏｖ. ｓｇ ／ ｔａｂｌｅ ／ ＣＴ ／ ８１８７。 注：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包

含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数据， ２０２０ 年的数据仅为中国大陆的数据。

（二） 地缘网络的功能二重性与路径依赖

据此， 地缘网络作为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生存发展的重要依托， 其作用机制呈现出显著的功能二重

性， 如闽粤侨乡网络作为历史遗产， 在改革开放后通过 “链式迁移” 模式被重新激活。 以福清江兜村为

例， 侨眷通过海外亲属网络获取签证信息、 经济资助与就业机会， 构建起跨越国界的互助体系。 这种网

络虽显著降低迁移成本， 却强化了移民的路径依赖， 新移民往往重复先驱者的职业选择， 导致产业同构

化竞争加剧， 形成 “移民 －产业锁定” 的恶性循环。
商会组织作为地缘网络的现代形态， 其功能分化进一步凸显了网络的双刃剑效应。 在积极层面， 闽

商商会通过资源整合推动产业链嵌入， 利用血缘与文化认同， 降低跨境合作壁垒。 泰国中华总商会作为

百年侨团， 该会联合汕头市政府推动纺织服装、 玩具、 大健康产业进入泰国， 并计划在数字经济、 跨境

电商领域复制 “侨商 ＋侨乡” 模式， 形成区域化产业闭环。① 此类组织不仅增强移民的经济竞争力， 更推

动中国标准、 技术与东南亚市场的深度融合。 但在消极层面， 商会网络的封闭性加剧了族群经济隔离。
菲律宾华商联合会 ２０１５ 年数据显示， 马尼拉华人零售业市场份额长期维持在 ４２％以上， 金融业占比更高

达 ７８％ ． ② 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布局引发本土商人的系统性排斥，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 ３ 次反华游行均以 “抵制

中国商品” 为口号， 实质针对华人商户的经济垄断。 马来西亚华人通过 “第二家园计划” 形成跨国商业

网络， 缅甸的中国新移民呈现地域分化， 云南籍集中在缅北， 福建 ／广东籍分布在缅东南， 多从事商贸与

加工业。 同时， 更隐蔽的隔离还体现在社会资本层面， 华人企业偏好雇佣同族员工导致就业市场相对封

闭， 跨族群商业合作也多限于表层交易缺乏深度信任机制 （表 ３）。
表 ３　 东南亚各国华侨华人的地域分布及从事的职业情况

国家 地域分布 从事的职业

新加坡 主要居住在新加坡市
主要从事金融、 贸易、 航运、 物流、 科技、 教育、 医
疗和服务业等领域

菲律宾 大部分居住在吕宋岛， 尤其是大马尼拉地区
是菲律宾许多产业部门的主导力量， 在进口贸易、 制
造业和第三产业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

泰国 大部分居住在曼谷、 清迈、 普吉等地
从事的工作较为广泛， 包括商业贸易、 旅游业、 餐
饮、 农业等

文莱
在文莱四个行政区均有分布， 以文莱—摩拉区和
马来裔区居多

多数从事建筑、 修理、 餐饮和销售业等

印度尼西亚
主要居住在雅加达、 泗水、 棉兰、 万隆和梭罗等
城市

在商业、 金融、 制造业、 服务业等领域均有涉及， 在
印尼商贸和工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东帝汶 主要聚集在首都帝力 主要涉足农业、 能源和矿业、 旅游业、 贸易等行业

·１８·

①

②

华人号． 汕頭市人民政府陳濤市長率經貿代表團訪問泰國中華總商會， 共敘鄉情， 共促發展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５⁃０７⁃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５２ｈｒｔｔ． ｃｏｍ ／ ｘｇ ／ ｎ ／ ｗ ／ ｉｎｆｏ ／ Ｄ１７５２０２８１３４２４９。

菲律宾华商联总会． 菲律宾华人经济发展白皮书 ［Ｒ］． 马尼拉： 菲律宾华商联总会， ２０２０： ２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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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３
国家 地域分布 从事的职业

马来西亚
主要集中在槟城、 吉隆坡、 乔治市、 怡保、 新山、
古晋、 亚庇和马六甲等地区

主要从事商业、 金融业、 制造业、 服务业等行业， 形
成了 “马来人主政、 华人主商” 的格局

柬埔寨
主要分布在金边市及马德望、 干拉、 贡布、 茶胶
等省

广泛涉足于进出口贸易、 日用百货、 旅游餐饮、 食品
加工等多个行业

老挝
主要集中在中、 南部地区， 聚居在首都万象和沙
湾那吉、 巴色、 琅勃拉邦等省会城市

多数从事于农业、 餐饮、 旅社、 服装、 食品加工、 日
用百货、 土产、 酿酒、 碾米、 锯木、 机械维修等传统
行业

缅甸

遍及全缅各省、 邦， 相对集中在大中城市， 云南
籍侨胞主要集中在曼德勒、 腊戍、 当阳、 景栋、
密支那、 八莫、 木姐、 大其力等缅北地区， 福建
和广东籍侨胞相对集中在仰光、 勃生、 彬文那、
毛淡棉、 土瓦、 丹老、 妙瓦底等缅东南地区

涉足缅甸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 主要集中在商贸业、
服务业、 加工制造业、 农林渔牧业等

越南
主要分布在胡志明市及同奈、 平阳、 林同、 广宁、
海防、 茶荣、 坚江、 后江等省市， 其中， 胡志明
市第五郡 （堤岸） 是华人相对集中的地方

大多经商， 经营的行业包括零售、 批发、 餐饮和制造
业等

　 　 资料来源： 对外投资合作国别指南和网络资料。

（三） 族群政治的历史遗产与当代重构

东南亚国家的族群政策构成移民生存困境的深层结构背景。 殖民时代的 “分而治之” 策略在独立后仍有

遗存， 逐步形成以 “本土优先” 为核心的政治正确原则。 印尼在 《１９５４ 年堡垒政策》 影响下， １９５９ 年， 苏

加诺政府进一步颁布 《总统 １０ 号令》， 禁止县以下外侨 （主要为华人） 从事零售业①， 迫使华人资本转向进

出口贸易； 马来西亚 《１９７１ 年新经济政策》② 设定马来人经济配额， 间接挤压华商发展空间。 此类政策虽未

直接针对中国新移民， 却导致华人社群被迫在有限领域内过度竞争， 新移民的进入进一步激化资源争夺。
与此同时， 宗教因素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 印尼作为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 其 《１９９８

年第 ３９ 号人权宣言》 虽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但地方层面对华人习俗的限制屡见不鲜。 坤甸骚乱后， 警方仅

称事件为 “个人纠纷”， 未追究族群仇恨动机，③ 此类冲突表面上是文化差异， 实质是本土宗教势力与外来经

济力量的博弈。 教育体系的族群隔离则进一步固化社会分层。 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坚持普通话教学， 与国

民学校的马来语教育形成平行体系， 导致华人学生难以进入主流社会晋升通道。 泰国虽未禁止华文教育， 但

公立大学对华裔学生的录取比例长期偏低， 迫使华人家庭依赖私立高校完成阶层跃升。 这种教育隔离使新移

民后代既无法完全融入本土社会， 又与祖籍国存在文化疏离， 形成独特的 “边际人” 群体。
（四） 制度缝隙中的策略性适应与结构性矛盾

面对多重结构性困境， 新移民发展出多层次的适应策略， 其实践逻辑折射出制度缝隙中的生存智慧。
经济层面的 “灰色经营” 成为新移民的普遍选择。 菲律宾中国商城商户普遍使用旅游签证进货并通过现

金交易规避税务监管； 泰国代购群体利用跨境电商平台的监管滞后构建跨国供应链。 诸如此类策略虽提

升短期经济收益， 却强化了移民的非法化标签， 加剧社会排斥。 社会层面强化 “文化资本转化”。 印尼华

人创办双语学校将华文教育与国民课程结合， 马来西亚华人商会赞助马来族艺术家推动跨文化对话。 但

此类努力的效果受制于宏观政策环境， 泰国 《２０１８ 年国籍法》 修订虽简化入籍程序却增设语言能力测试

门槛。 政治层面加强 “利益捆绑” 策略。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中资园区推行 “雇佣本地化” 政策要求企业

·２８·

①

②
③

新加坡新闻网． １９６６ 年印尼撤侨： 海军舰队前往示威， 战士乔装客轮船员救回同胞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２⁃０５⁃１２］．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ｘｉｎｊｉａｐｏ．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 ／ ３１８０７７ ／ ａｍｐ．

Ｊｏｍｏ Ｋ Ｓ． Ｗｈｉｔｈｅｒ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ｓ Ｎｅ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Ｊ］．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１９９０， （４）： ４６９⁃４９９．
数千人焚烧华人庙宇住宅 ［ＥＢ ／ ＯＬ］．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ｈｔｔｐｓ： ／ ／ ｎｅｗｓ． ｓｉｎａ． ｃｏｍ． ｃｎ ／ ｏ ／ ２００７⁃１２⁃１０ ／ １４４７１３０５２７４６ｓ． ｓｈｔ⁃

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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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员工为柬埔寨籍①； 缅甸密支那中缅合资企业设立社区发展基金资助当地基础设施建设。 此类实践试

图通过利益共享消解族群矛盾， 但其可持续性依赖东道国的政策稳定性。
上述现象可在经典移民理论框架中获得新的解释维度。 世界体系理论的 “中心 － 边缘” 范式揭示了

东南亚国家的结构性困境： 作为半边缘区域， 其既需中国资本弥补发展短板， 又警惕经济依附风险。② 这

种矛盾心态转化为 “经济实用主义” 政策， 即在短期吸纳移民劳动力维持经济增长， 长期限制其社会权

利以规避政治风险。 单纯强调中国推力与东南亚拉力无法解释政策打压下移民仍持续增长的悖论， 实质

是移民网络创造的 “制度套利空间” 形成了第三种拉力机制。
四、 现实回应： 代际转型的主体性重构

（一） 从劳工到跨国精英的轨迹

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流动呈现出显著的代际转型特征。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菲律宾成为

中国新移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吸引了大量来自福建闽南地区的底层劳工。 这些劳工主要通过家庭团聚、
劳务输出等途径进入菲律宾， 从事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工作。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中， 移

民多从事建筑业、 制造业和服务业等低端职业。 这些劳工在菲律宾的生存环境较为艰苦， 面临着语言障

碍、 文化差异和社会排斥等多重挑战。 进入 ２１ 世纪， 特别是 “一带一路” 倡议实施后， 中国新移民的流

动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２０２０ 年， 泰国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重要目的地之一， 吸引了大量高素质的中国学

生。 这些留学生毕业后， 部分选择留在泰国创业， 形成了新一代的跨国精英群体。 根据泰国教育部门的

统计， ２０２０ 年泰国接纳了超过 １４ ４０３ 名中国留学生， 其中约 ３０％选择在毕业后创业。③ 这些留学生创业

群体主要集中在科技、 教育和金融等领域， 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和国际视野， 推动了中泰两国在高科技、
金融科技等领域的合作。

由此可见， 身份认同的裂变与整合是新移民代际转型的重要表现。 二代移民在身份认同上呈现出明

显的裂变趋势， 二代移民在本土参政率较低， 仅为 ５％左右， 而在跨境商业网络中的参与率则高达 ８２％ 。④

一方面， 他们在当地社会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构建跨境商业网络； 另一方面， 他们在政治参与和社会

融入方面仍面临较大障碍。 这种身份认同的裂变与整合现象， 反映了新移民在适应新环境过程中的复杂

心理和社会动态。
（二） 文化调适策略的代际分野

老一代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的生存策略多以适应和融入当地社会为主。 在印尼， 部分老侨为了在当

地社会中求得生存和发展， 选择了宗教改宗。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 印尼的华人社群中出现了大规

模的宗教改宗现象， 许多华人为了融入当地社会， 改信伊斯兰教或基督教。 这种宗教改宗不仅是出于生

存的需要， 也是为了在当地社会中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 与老一代移民不同， 新一代中国新移民

在文化调适策略上表现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姿态。 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和文化资本输出，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

的传播。 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 由华侨华人组织的众多国际性华人社团联谊活动在东南亚国家成功举

办， 极大地加强了华人群体的自我认同。⑤ 如 １９７１ 年由张发奎将军发起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至今已累计

举办了 ３１ 届， 举办规模从第一届的 ２５０ 人扩大到逾 ３０００ 人、 １００ 多个客家组织，⑥ 在整个东南亚华人群

体中影响力极大。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已经多达 ２５ ０００ 多个，⑦ 成为 “支持海外华人社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ＣＤＣ）． 投资法实施条例 （２０１０ 年修订） ［Ｚ］． 金边： 柬埔寨发展理事会， ２０１０： １５⁃１８．
韦红． 印尼国内政治对中印共建海丝的影响 ［Ｍ］．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７， （４）： ４５⁃５６．
亚洲院校网． ２０２０ 年赴泰留学生情况汇总： 超过一半的国际学生是中国人 ［ＥＢ ／ ＯＬ］． ［２０２３⁃０４⁃２８］． ｈｔ⁃

ｔｐｓ： ／ ／ ａｓ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ｎ ／ ｍｅｄｉａ ／ ８１３
李明欢． 欧洲华人商城经济研究 ［Ｊ］． 世界民族， ２０１３， （３）： ５３⁃６０．
张淑雯． 东南亚华人身份认同的路径依赖与路径突破： 基于制度主义视角的考察 ［Ｊ］．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２２，

（６）： １３４．
巫秋玉． 论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 与中国客家侨乡 ［Ｊ］．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２００８， （１）： ４６⁃５７．
纪娟丽． 目前海外华侨华人社团数量达 ２. ５ 万多个 ［Ｎ］． 人民政协报，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８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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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力量， 也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与发展的象征”。①

新移民的代际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东南亚国家经济结构转型与升级的回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东南

亚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 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据主导地位， 吸引了大量中国底层劳工。 进入 ２１ 世纪，
随着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 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迅速发展， 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急剧增加。 新

一代中国新移民凭借自身的教育背景和专业技能， 迅速适应了这一变化， 成为推动东南亚国家经济转型

的重要力量。 这种代际分野不仅反映了移民群体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适应策略， 也揭示了他们在文化认同

和社会融入方面的深层次变化。 老一代移民的宗教改变行为，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们在当地的生存

和发展， 但也使得他们在文化认同上逐渐失去了自身的特色， 陷入了文化同化的困境。 相比之下， 新移民通

过华文教育和文化资本输出， 不仅在经济上取得了成功， 还在文化上保持了自身的独立性和影响力。
这种代际分野可以用文化适应理论和代际传递理论来解释。 文化适应理论认为， 移民在新的文化环

境中会采取不同的适应策略， 以应对文化差异和社会排斥。 老一代移民由于面临较大的生存压力， 往往

采取更为被动的适应策略， 以求得在当地社会的生存和发展。 而新移民由于具有较强的教育背景和专业

技能， 能够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适应策略，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 代际传递理论则强调， 移民的适

应策略和文化认同不仅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 还受到家庭和社会网络的影响。 老一代移民通过家庭和社

会网络将自身的文化传统和适应策略传递给下一代， 而新移民在继承这些传统和策略的基础上， 结合自

身的教育背景和国际视野， 进行了文化创新和社会适应。 据此， 新移民的代际转型不仅是个人选择的结

果， 更是社会结构变迁和文化适应策略调整的必然产物。 通过深入分析这种代际分野， 我们可以更好地

理解中国新移民在东南亚的生存和发展， 以及他们在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三） 文化适应与身份重构

新移民在文化适应和身份重构过程中， 面临着多重挑战。 他们需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 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同时， 他们还需要在文化认同上找到平衡点， 既要保持对祖籍国的文化认

同， 又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由此， 新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 往往会采取 “选择性适应” 策略， 即在

某些方面保持原有的文化习惯， 而在另一些方面则积极适应新的文化环境。
新移民的代际传承与文化创新是代际转型的重要表现。 老一代移民在东南亚积累了丰富的商业经验

和人脉资源， 这些资源和经验通过家庭和社会网络传递给下一代。 新移民在继承这些资源和经验的基础

上， 结合自身的教育背景和国际视野， 进行文化创新。 例如， 在马来西亚， 许多新移民通过创办华文学

校和文化交流中心， 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 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创新传播。 可以说， 新

移民的代际转型也是对社会结构融合与重构的回应。 新移民的代际转型还是对文化结构调整与创新的回

应。 老一代移民在文化适应过程中， 往往采取保守的策略， 保持原有的文化习惯。 新移民则更加开放和

包容， 他们通过华文教育和文化交流， 积极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创新。
由此可见，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代际转型， 是多重社会结构交织作用的产物。 从劳工到跨国精英的

阶层跃迁， 反映了移民主体性的提升与经济结构的转型； 文化调适策略的代际分野， 揭示了移民在文化

适应中的主动性与创新性； 身份认同的裂变与整合， 则体现了移民在社会结构中的融合与重构。
五、 小结： 移民研究的视角转换

改革开放以来， 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流动现象对传统移民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与修正需求。 传统的

推拉理论强调经济梯度差作为人口流动的主要驱动力， 但在东南亚情境下， 政策导向与制度环境对移民

流的塑造作用更为显著。 例如， 泰国和菲律宾的签证政策漏洞为新移民提供了 “制度套利” 空间， 使其

通过旅游签证入境后滞留并就业。 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显示， ２０１５ ～ ２０２０ 年间东南亚中国新移民中 ６８％
最初以旅游签证入境， 其中 ４２％ 通过非正规途径延长居留期， 形成 “旅游———滞留———就业” 的转化链

·４８·

① 赵阳． 前景光明 海外华文媒体正处在蓬勃发展期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７⁃０９⁃０４］． 中国侨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ｑ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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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① 这种 “制度梯度差” 超越了单纯的经济考量， 成为移民决策的关键因素。 同时， 东南亚宗教冲突抵

消经济拉力。 宗教因素在东南亚中国新移民的社会融入中扮演了复杂角色。 尽管经济机会是吸引移民的

重要因素， 但宗教冲突和文化隔阂显著影响了移民的长期融入。 爪哇地区部分清真寺发布教令禁止穆斯

林光顾华人商铺， 苏门答腊岛的伊斯兰团体多次抗议华人焚烧纸钱习俗， 形成经济活动与文化冲突并存

的局面。 这些现象表明， 单纯的经济发展并不能完全抵消文化与宗教因素带来的社会排斥。② 由此可以提

出跨国主义视角的本土化修正， 即新移民不仅依赖跨国网络， 还积极参与本地社会建设。 如在菲律宾的

中国新移民通过创办双语学校和参与社区服务， 推动华人与当地社会的互动与合作， 用 “跨国摆渡” 模式

积累社会资本， 这种 “脱域—再嵌入” 反映了移民在保持跨国联系的同时， 逐步融入本土社会的过程。③

在此基础上， 还叠加了侨乡网络从血缘纽带 （１９７０ｓ） 向资本纽带 （２０１０ｓ） 的转向。 又如， ２０１０ 年以来，
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华商通过商会组织， 构建了跨国的商业网络， 印尼雅加达福建商会通过 “建材采购联

盟” 整合供应链， 推动技术与资本的跨国流动， 使华人企业在当地建材市场的份额提升至 ３８％ 。④

综合上述各类因素， 可构建对东南亚中国海外移民代际转型的 “脱域 － 再嵌入” 理论构形： 即代际

转型进程中， 新移民群体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关系网络脱离到重新融入异质文化场域的系统性转变： 老一

代移民主要依托侨乡地缘网络， 多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 其社会嵌入模式带有显著的乡土文化印记； 而

新移民则通过教育赋能与职业升级， 实现了生存策略的现代性跃迁。 据调研所得， 以越南的新移民实践

为例， 新移民群体通过创办融合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教育理念的华文学校及文化交流中心， 在当地社会

构建起兼具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的新型嵌入载体。 此外， 技术移民群体在东南亚流动中展现出数字化时

代的社会资本重构能力， 如在印尼的技术移民案例中， 他们借助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等专业社交平台与当地企业及

行业精英建立跨文化联结， 这种基于数字技术的社会网络建构方式， 既为移民群体拓展了职业发展空间，
也推动着技术知识流动与文化双向对话的深度融合。 上述代际差异本质上反映了全球化语境下移民群体

从依托传统地缘纽带到借助数字技术重构社会关系的结构性转变， 其 “再嵌入” 过程也通过文化创新与

技术赋能呈现出多元且动态的现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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